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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第三种民主与交往行为理论 

< 

身为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的哈贝马斯，其哲学理论总是能和当代政治扯上关系，可

供大家现学现卖。哈贝马斯也因此为我们熟知。在他被授予“德国书业和平奖”之时，德国

的媒体更把他捧上了天。什么“波恩共和国的思想家”、“联邦德国的黑格尔”等美誉都加在

了他头上。他的学生、德国外长菲舍尔指出：“哈贝马斯是我们的国家哲学家，他一直左

右着我们德国重要的争论，他是我的榜样，学生运动时期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 

天才的思想家总是思维能力很强并使周围人疲惫不堪，我们也因此习惯性地按照自己

的思考方法对思想家的理论加以选择。在我所接触的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交往行为理论应

当算是最有特色的。有人认为，“在现代，把交往理论作为自己的风格并进行理论阐述的

人，大概就只有哈贝马斯自己。”既然如此，我们最好来看一些和他的交往理论有关的内

容。比如，民主的规范模式。 

哈贝马斯在《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中从美国典型的自由派与共和派对政治的对立理

解入手，探讨了民主这一概念的多方面含义，并提出了他的第三种模式的民主，即协商的

民主或说交往的民主。原名为“协商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k）”。 

哈贝马斯先从国家公民观念（Koncept）、法权概念和政治意志构成过程的本性三个方

面，描述了争论中双方坚持的对立的民主模式。他认为这两个派别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在于

对民主过程的作用的理解。自由派认为，“政治的功能就是把与国家机器对立的、社会化

了的个人利益连接在一起，并且使它们变为现实。国家机器则专门从事在行政管理方面对

政治权力使用，目的是为了实现集体的目标。”而在共和派那里，政治被理解为是对生活

的伦理关联的意识。“政治构成一种介质，依靠这种介质中，属于这个稳定共同体的成员

才可以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进而才有意愿和意识，以国家公民的身份，把已有

的相互承认的关系继续构建并扩大（ausgestalten）作为一个自由的和平等的权利伙伴（法

人）的联合体。”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民主概念两派间也有明显的分歧，相比较而言，哈贝马斯似乎对共

和派的观点更感兴趣，尽管他并不完全同意。与自由派“主体法权利是一种消极否定性权

利”观点相反，共和派则认为“国家公民的权利首先是政治上的参与权、交往权，它是一种

肯定的自由。”也就是说，共和派更强调政治以及包含其中的民主是一种交往行为。按照

他们的观点，公众和议会中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并不服从于市场过程的结构，而是服从

于以沟通为走向的、公众交往的“顽固”结构。而这种政治交往与经济社会的脱离，恰恰同

行政管理力量（权力）与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语言交往力量（权力）的反馈性

结合是相对应。哈贝马斯既看到了共和派模式的长处，也看到了它的短处。他所认为的长

处是，“它坚持了，由语言交往统一在一起的公民，在彻底民主的意义上建立起来的自由

自愿的组织就是社会，社会的集体目标没有被还原为相互对立的个人利益之间的‘交易’之
上。”他所认为的其短处是，它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理论，它使得民主的进程完全依赖于国

家公民的，以共同福利为走向的美德。“因为政治关心的不仅仅是，而且首先不是，伦理



上的自然融洽问题。它的错误就在于使政治商谈贫乏为伦理性的话语。”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回过头来看一下哈贝马斯自己的交往理论。在他的基本思想中有

这样的论点，即把所有发言大致分为三类“妥当要求”：  ⑴ 自己表明真理；  ⑵ 自己遵从正

确的规范；  ⑶ 诚实地叙述自己的意图。只有这三类的发言才是有意义的，而且发言能否

被确认为妥当要求要看提交“实践商谈”的结果。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不行使权力，它采

取的是，在提出“适当要求”的基础上，谋求对方承认、理解的做法。交往行为在三个方面

对社会生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⑴ 交往行为因其能够达到谅解（沟通思想），所以能

继承和更新文化传统；  ⑵ 交往行为靠语言调整行为，创立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连带关系；

 ⑶ 交往行为使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成长，为完成个人人格的同一性即“社会化”发挥了重要

作用。 

其实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未必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理论。语言在他的眼中占有特别重

要的地位，甚至是左右和规范行为的直接手段。这样语言本身的使用与发展以及不同种类

语言的隔膜与冲突，至少阻碍了交往行为的发生及其走向，继而更广泛地影响其他。 

持有如此观点的哈贝马斯是怎样阐释自己的民主概念的呢？如下：“我所主张的这第三

种民主模式，恰恰依赖于语言交往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的进程就可以预计到，

它可以得到合理性结果，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才得以在特别宽泛的广度上在一种协

商的模式中实现自己。”“商谈理论同民主过程在规范内涵上连系上强于自由派模式，但弱

于共和派模式。”协商政治的程序（进程）概念成为民主理论的充满规范内容的核心部分。

在这样的民主框架下，一切都取决于语言交往的条件和程序，语言交往的条件和程序能够

赋给业已制度化的意见和意志构成过程以立法的力量。哪怕是最底层和最弱小的语言阶层

都有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当然，仅仅是可能。政府本身也和传统观念中的国家机器

不同，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委员会，它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不是以最高形式的国家暴力

的形式存在，而是自我管理的政治团体的一部分。并且这种模式的民主自然而然地强化了

监督的作用。因为“社会公众的语言交往结构构成了一个遍布四方的、由灵敏的传感器或

监视器构成网络，它们能够及时对社会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形成的态势和压力作出反映，并

且能激发具有影响力的意见。” 

正如前所述，语言在交往行为中作为几乎是唯一的载体，必然因其本身的多样性和不

确定性对社会造成影响。所以，“第三种民主”具有的一个天生弱点（也许）就是对工具的

过分依赖和对规则的低调处理。哈贝马斯也看到了语言交往形式的多样性，所以他也讲到

了除了社会伦理的相互理解和取得一致以外，也要“通过利益均衡和妥协，通过为了目的

而使用理性的对手段选择，通过道德性的论证，通过检查法律的合法性等等途径，协商政

治概念才能获得与经验相联系。” 

商谈的民主概念应当说是一个符合非集权社会的构想。政治上公开，公众便于参与社

会管理。然而，它对于多样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是否有充足的适应性值得检验。如果它不

能适应，我们只好认为它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民主。至少在前些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哈贝马

斯的立场颇有文化中心主义的嫌疑，他也许会不自觉地为西方话语霸权推波助澜。他在“德
国书业和平奖”获奖致辞上呼吁宗教与科学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呼吁西方人进行自我反思

以捍卫理性的底线，可能表明了他对交往公正性的特别关注。这种态度也许有助于弥补其

民主理论可能存在的不足，避免抛弃现实背景而流于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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